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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的神经机制和测谎应用：来自 fMRI 研究的证据* 

崔  茜  蒋  军  杨文静  张庆林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  要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探讨欺骗机制和开发测谎技术中的应用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前者使用多种

范式来考察假装失忆、故意错误及人际交互中的欺骗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 而后者主要沿用传统的 GKT 和

CQT 范式检测欺骗行为。已有研究突显了前额叶和顶叶这些参与执行控制过程的脑区在欺骗中的核心作用, 

但基于这些脑区信号进行测谎时, 得到的准确率不容乐观。未来研究应探索除执行控制过程外的欺骗的其它

认知成分, 尝试从“记忆痕迹”和“欺骗结果”等方面寻找测谎的新线索。并应揭示“欺骗特质”的神经基础, 以启

发“忠诚度”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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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欺骗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 它是标志个体心
理发展 “正常 ”的一种认知能力 (Spence et al., 
2004)。欺骗具有多种形式或状态, 包括经济欺诈
和骗局、掩饰、伪造、游戏中的假动作或策略、

魔术、以及善意的谎言甚至玩笑等。一些欺骗行

为具有自私和反社会性质, 它们将导致严重后果, 
而另一些欺骗行为具有利他和亲社会性质, 它们
作为社交过程中的润滑剂可促进人际交往。 

Abe (2009)将欺骗定义为一种心理过程。通过
这一心理过程, 个体在明知道某一事件或信念是
错误或虚假的情况下, 有意试图说服他人相信这
一事件或信念, 以获得某些好处或避免损失。Vrij 
(2000)认为欺骗是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 , 某
种成功或不成功的、给他人制造某种自己明知是

虚假的信念的有意意图。Vrij (2004)再次强调了欺
骗的无预警性和有意性特征。以上这些定义都同

时指出了欺骗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欺骗不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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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真实的属性, 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种有意
行为。因而病态性撒谎不能称之为欺骗, 因为患
者不具备有意制造错误信念的主观意图, 仅仅是
在客观上造成了错误信息的传达(Sip, Roepstorff, 
McGregor, & Frith, 2008)。其次, 欺骗通常是没有
预警性的 , 一方面 , 在对方遭受欺骗之前 , 不会
收到任何的预警或提示; 另一方面, 欺骗行为是
欺骗者自愿产生的, 而非受到来自外部的某种指
导或提示信息的诱发(Derksen, 2012)。 

识别欺骗对人类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

(Lachmann & Bergstrom, 2004), 而人类先天在识
别欺骗这一技能上具有缺失, 因此, 除了关注欺
骗现象本身以外, 科学家们尤其专注于发展测谎
技术。以生理多导仪为主的早期传统测谎技术通

过测量非特异的、外周神经系统的自主唤醒, 推
测欺骗的发生 (Gamer, Verschuere, Crombez, & 
Vossel, 2008)。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表明个体产生
了焦虑或恐惧情绪, 然而这些情绪并不一定由欺
骗导致, 因此, 传统测谎方法的科学性受到质疑
(Press, 2003)。随后研究者们发明了基于事件相关
电位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的测谎技术 , 
该技术可以探测大脑活动, 通过判断受测者是否
具有某些重要信息的先前知识 (犯罪知识测试 , 
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 从而推知真相。这
一方法虽然也不是直接检测欺骗过程, 但由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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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客观反映刺激熟悉度的 P300指标, 因此获得
了较为稳定的测谎效果。但是, ERP的低空间分辨
力特征使其难以定位欺骗过程所涉及的大脑区域

(Abe, 2011), 使得对欺骗神经机制的探索受到阻
碍。近年来, 神经成像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功能核
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 , 使得在高空间分
辨力下直接检测与欺骗有关的大脑活动成为可能

(Abe, 2011), 也为寻找新的测谎线索创造了契机。 
最初使用 fMRI 技术开展的欺骗研究是在先

前 ERP 的欺骗研究基础上, 使用迫选和提示反应
的实验范式同时诱发欺骗反应和诚实反应, 再将
两种反应导致的大脑激活模式进行相减, 从而揭
示区分两种反应的神经信号 (Langleben et al., 
2002; Lee et al., 2002; Spence et al., 2001), 这些研
究发现诚实反应是一种基线式的反应, 而欺骗反
应则会导致参与认知控制功能的前额叶系统的更

大激活(Spence, 2004)。在这些先驱研究的基础上, 
随后的研究根据目的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研究

关注欺骗的认知和神经机制, 使用假装失忆范式
(Browndyke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5; Liang et 
al., 2012)、故意错误任务(Abe et al., 2008; Bhatt et 
al., 2009; Fullam, McKie, & Dolan, 2009; Ganis, 
Morris, & Kosslyn, 2009; Ito et al., 2011; Kaylor- 
Hughes et al., 2011; Lee et al., 2009; Nunez, Casey, 
Egner, Hare, & Hirsch, 2005; Spence et al., 2004; 
Spence, Kaylor-Hughes, Brook, Lankappa, & 
Wilkinson, 2008)以及在具有人际交互的社会情境下
诱发真实欺骗行为的多种新颖任务(Baumgartner, 
Fischbacher, Feierabend, Lutz, & Fehr, 2009; Bhatt, 
Lohrenz, Camerer, & Montague, 2010; Greene & 
Paxton, 2009; Kireev, Korotkov, & Medvedev, 2012; 
Sip et al., 2012; Spence, Kaylor-Hughes, Farrow, & 
Wilkinson, 2008), 探讨不同类型的欺骗行为的神
经机制差异及共性; 在神经基础上寻找更为纯净
的欺骗成分(如与记忆成分分离); 并探索人际交
互作用下自发欺骗的神经机制及其个体差异。而

另一部分研究在探索欺骗的大脑机制的同时, 将
机制研究中发现的欺骗所诱发的神经信号作为测

谎指标, 进行个体诊断的尝试, 这部分研究大多
沿用传统的 GKT和 CQT (Control Question Test)
范式, 结合特殊的统计分析方法, 进行个体水平
上的鉴别分析 (Davatzikos et al., 2005; Kozel, 

Johnson, et al., 2009; Kozel et al., 2005; Kozel, 
Laken, et al., 2009; Kozel, Padgett, & George, 2004; 
Kozel, Revell, et al., 2004; Langleben, 2008; 
Langleben et al., 2005; Nose, Murai, & Taira, 
2009)。 

下文将以这两部分研究及其所使用的不同实

验范式为主线, 对现有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大致
结果进行回顾, 并根据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结
合其他领域的研究发现,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已有研究现状 

2.1  欺骗机制研究 
使用 fMRI 技术对欺骗神经机制的揭示, 经

历了从实验室情景下的简单欺骗反应到人际交互

情境下的自发欺骗行为的探索。这些研究采用不

同的实验范式从不同角度诱发欺骗行为, 以逐步
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多种欺骗情景。以下我们对这

些实验范式进行简要的总结和概括： 
2.1.1  假装记忆损伤范式 

装病是一种欺骗行为, 包括伪装或夸大某一
生理、心理疾病或其他功能损伤的行为(Lee et al., 
2002)。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已经引
起许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由于人类在行为

上伪装较为容易 , 因而使用行为范式对这一现
象进行检测很难获得满意的效果。然而, 人类几
乎不可能控制其大脑激活模式 , 通过检测伪装
行为导致的大脑信号来检测伪装已成为目前研

究的热点。 
假装记忆损伤的研究一般采用学习再认范式, 

先让被试学习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可能是字词或
数字等, 然后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对学习过的
材料进行“假装失忆”反应。“假装失忆”反应任务
往往要求被试想象他们处于某种保险赔偿情境中, 
如果他们被诊断为记忆损伤, 将会获得可观的赔
偿金。被试的具体任务是使用策略、尽可能地伪

装失忆, 目的是在再认任务中表现出差的回忆成
绩, 但不能只是简单地做出完全相反的错误反应, 
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发现是在伪装。通常, 为了让
被试更加容易的理解假装失忆任务, 从而更为自
然娴熟地进行假装反应, 实验任务中一般还会另
外设置“正确反应”、“错误反应”以及“随机反应” 3
种任务。 

Lee 等(2002)首次使用 fMRI 技术、在学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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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范式下考察假装失忆的神经机制, 发现假装失
忆反应较之诚实反应导致了前额叶、左侧扣带回、

顶叶和左侧尾状核等脑区的更大激活。随后的重

复研究证实了前额叶-顶叶-皮层下基底神经节(尾
状核和扣带后回)这一神经连接在假装失忆中的
重要作用, 并发现这一神经机制不受被试性别和
母语类型的影响(Lee et al., 2005), 但受反应要求
和错误类型的调控(Browndyke et al., 2008), 证实
了假装失忆激活的大脑反应不同于随机反应和错

误反应, 这意味着可能寻找到鉴别假装失忆行为
的独特神经信号指标(Liang et al., 2012)。 

假装失忆研究证实了前额叶-顶叶皮层在伪
装这类欺骗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提出可以使
用这一脑区的激活信号对假装失忆行为进行鉴别

诊断。但目前这部分的 fMRI 研究还主要处于对
机制的探讨和尝试寻找诊断指标的开始阶段, 未
来研究应该进行个体诊断的尝试。此外, 目前研
究中的假装行为仍然处于实验者的指导之下, 并
非由情景自然诱发, 还没有研究探讨假装行为的
决策过程, 以及奖赏机制对该行为的调控作用。 
2.1.2  故意错误反应范式 

故意错误反应这类研究实际也采用学习再认

范式, 但要求被试在再认阶段故意执行错误的反
应。一部分研究使用词语、数字或图片作为实验

材料。而另外一部分研究, 通常使用被试的个人
相关信息或最近经历的事件或执行过的行为为实

验材料。前类研究通常包括学习阶段和再认阶段, 
先要求被试在学习阶段学习一些实验材料(旧刺
激), 随后在再认阶段同时向被试呈现旧刺激和另
外一些没有学过的新刺激, 要求被试进行故意的
错误再认反应, 即将所有旧刺激有意判断为新刺
激(假装漏报), 以及将所有新刺激故意判断为旧
刺激(假装误报)。后类研究由于是以被试个体所经
历的事件作为实验材料, 被试不再需要特定的学
习阶段, 但需要在实验前对每个被试进行访谈以
搜集有关的个人信息。在这类研究中, 被试的任
务同样也是对发生、或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

历进行故意错误的反应, 即故意承认所有未发生
过的经历和故意否认所有发生过的经历。 

使用词语和图片作为材料的故意错误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探讨故意错误(欺骗)与无意错误, 或
者与正确反应(诚实)所诱发的大脑激活模式的差
异, 从而更精确地把握与欺骗成分独特相关的大

脑激活模式。使用词语材料的研究证实了故意错

误与诱饵词诱发的错误再认(Abe et al., 2008)、以
及与无意错误(Lee et al., 2009)的大脑激活模式存
在明显差异, 这些研究发现故意错误作为欺骗的
一种类型, 涉及执行控制相关脑区, 如前额叶皮
层和扣带回等的参与, 而错误记忆在记忆相关脑
区, 如海马上表现出激活。而以图片为材料的研
究考察了图片的情绪成分(Ito et al., 2011)以及积
极或消极的情绪效价(Lee, Lee, Raine, & Chan, 
2010)对故意错误反应的影响, 也有研究使用面孔
图片为材料, 模拟证人指证嫌疑犯这一司法审讯
情景(Bhatt et al., 2009)。以上这些研究由于使用了
不同材料, 涉及不同的认知过程, 因此每个研究
具体诱发的大脑激活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 但是 , 
这些研究较一致的发现故意错误反应(欺骗)导致
了认知控制和反应抑制相关的脑区的更大激活 , 
这些脑区大致位于前额叶、顶叶皮层等。 

以被试的个人相关信息或近期经历为实验材

料的欺骗研究更多关注对不同信息进行不同类型

的欺骗反应所导致的大脑激活模式, 也有研究涉
及对欺骗行为的个体差异及其神经机制的探讨。

一些研究比较了个体对新近情景记忆(Spence et 
al., 2001)和长时情景记忆(Spence et al., 2004)、自
传信息和常识信息(Nunez et al., 2005)、个人经历
和他人经历(Ganis et al., 2009)进行欺骗反应时的
大脑激活模式; 探讨了基于编造的虚假经历(记忆
的谎言)和一些临时提问(临时的自发欺骗)进行欺
骗时所导致的大脑激活模式的差异。这些研究的

核心结果仍然与欺骗研究的主要观点一致, 同样
发现欺骗较之诚实诱发了认知控制和反应抑制相

关脑区(主要位于前额和顶叶区域)的更大激活 , 
而当被试对个人相关信息进行欺骗时, 这一控制
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Nunez et al., 2005)。另一些
研究者利用这一范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欺骗行

为和神经机制进行了考察, 同样发现前额叶在欺
骗过程中起到稳定而重要的作用 (Fullam et al., 
2009; Kaylor-Hughes et al., 2011), 并发现这一区
域的激活与精神病态特质量表 PPI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的 5个分量表—— 冷漠、无
惧性、权谋中心性、领导性和压力免疫—— 上的
得分相关显著, 提示欺骗的神经机制上存在人格
差异(Fullam et al., 2009)。此外, Spence等人 (2008)
使用这种故意错误范式, 进行了个案诊断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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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结果不能用作司法凭证, 但为司法审判提供
了启发和线索。 

故意错误任务基于经典的学习再认范式, 它
易于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 , 便于控制无关变量 , 
并且可以提供机会了解欺骗和记忆的神经机制以

及在欺骗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关系。这

部分研究获得的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额叶-顶叶皮
层在欺骗中的重要作用; 发现欺骗和识别两个认
知过程会诱发相互独立的神经信号; 发现假装行
为中存在个体差异并初步揭示了其神经基础; 并
且研究者已开始尝试利用这些结果对个体的故意

错误行为进行诊断。未来研究需要注意增加这类

欺骗行为的有意性并考虑社会情境因素可能对其

产生的影响, 此外, 可以从这些结果中获得更多
启发, 比如欺骗过程中稳定反映识别过程的神经
信号也许可被用作新的测谎线索。 
2.1.3  社会情境下的自发欺骗范式 

有意性和无预警性是欺骗的两个重要成分

(Vrij, 2000, 2004), 但在上述两类研究范式下诱发
的欺骗行为却大多不具备这两个属性。在指导性

的欺骗任务中, 欺骗导致的大脑激活模式主要反
映抑制真实反应和产生欺骗反应这一认知过程 , 
虽然这一过程确实是欺骗的必要成分, 但现实生
活中的欺骗远远不止是简单的产生一个错误的反

应, 还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决策和人际交互过程, 
包括情绪、注意、记忆、推理和决策等多种心理

过程的参与(Kireev et al., 2012)。为了考察更为真
实的欺骗行为, 一些研究通过各种巧妙的实验设
计或新型范式, 在人际交互情景下诱发接近现实
生活的欺骗行为, 并对其神经机制进行揭示。 

在这些研究中, 一部分研究采用类似于指导
性欺骗的范式, 它们仍然要求被试对经历过的事
件或信息故意错误反应为不能识别, 只是放宽了
被试的反应自由度, 使得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
以及何时进行欺骗反应, 结果发现, 这类自发欺
骗行为也导致了前额叶皮层的更大激活(Spence, 
Kaylor-Hughes, Farrow, et al., 2008), 这与上述使
用指导性欺骗范式的研究所发现的结果一致。但

是, 这里的欺骗同样缺乏社会情境因素, 仍然停
留在简单否认识别某些熟悉信息的形式上, 不具
备现实欺骗行为所表现出的复杂性特点。为了模

拟更为真实的欺骗行为, 另一部分研究采用游戏
情景的方式, 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过程诱发自

然的欺骗行为。Baumgartner 等人(2009)使用经济
信任游戏(Economic trust game), 揭示了违背承诺
这一欺骗行为的神经机制; Kireev等人(2012)根据
一个叫做“相信/不相信”的俄罗斯游戏, 考察了有
意误导他人接受错误信息这一心理过程的神经机

制; Sip 等人(2012)的研究关注欺骗的决策过程, 
考察了当欺骗可能遭致受骗者的对质并遭受经济

损失的情况下, 大脑如何进行欺骗决策。这部分
的研究使用丰富多样的实验范式, 得出的结果差
别很大, 难以统一, 也缺乏可比性。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 现实的欺骗行为
本身就是千差万别, 在不同情景下具有完全不同
形式和内容, 揭示这一几乎涉及所有心理过程的
巨大课题, 势必需要复杂多变的实验任务; 另一
方面, 目前对这一巨大课题的研究还处于最初的
探索阶段, 采用发散式的研究思路, 开辟新的领
域, 回答新的问题, 因此得到的结果非常零散。在
目前的研究状况下, 更是无法进行个体诊断的尝
试。尽管如此, 目前研究已经、并将继续获得许
多有趣的发现, 这些发现将一步一步完善欺骗的
认知和神经机制的理论框架, 更重要的是, 它们
为未来研究启发了大量新思路, 预示其将成为一
个很有生命力的课题。 
2.2  测谎研究 
2.2.1  GKT 范式 

GKT也称为 CIT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该范式被认为是在实验室情境下检测隐藏信息的

黄金标准(Ben-Shakhar & Elaad, 2003)。测谎研究
中通常使用的 GKT 范式由三类刺激的新异刺激
范式(Oddball task)演变而来, GKT 范式包括以下
三类刺激：第一, 探测刺激(Probe)是和犯罪信息
相关的刺激, 一般只有罪犯和职权者(警察)才知
道这些信息, 而无辜者不知道这些信息。第二, 无
关刺激(Irrelevant)是和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的
刺激, 无论是罪犯还是无辜者都无法识别这类刺
激。第三, 目标刺激(Target)其实也是与犯罪完全
无关的刺激, 但是要求被试对其执行某种不同于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特定反应, 目的是维持被
试的注意力(Ganis, Rosenfeld, Meixner, Kievit, & 
Schendan, 2011; Rosenfeld, Biroschak, & Furedy, 
2006)。GKT范式的测谎原理是：虽然所有被试对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进行相同的行为反应, 但由
于探测刺激对有罪被试具有特定意义, 会诱发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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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反应。而对于无辜者而言, 他们无法区分探测
刺激和无关刺激, 两类刺激将诱发相同的反应。
因此, 以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诱发的电生理或神
经反应的差异作为指标, 可以直接检测被试对这
些信息的先前知识, 从而推测被试的欺骗行为。 

GKT 早已被广泛运用于 ERP 的测谎研究中
(Winograd & Rosenfeld, 2011), Langleben 等人
(2002)首次将 GKT 范式引入 fMRI 研究, 发现欺
骗反应较之诚实反应导致了扣带前回(ACC)和额
上回(SFC, superior frontal cortex)等参与执行控制
的区域的更大激活, 说明可以使用 fMRI 信号对
欺骗和诚实反应进行区分。后续的一些研究使用

与其相似的范式 , 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
讨：第一, 根据 GKT 范式的测谎原理, 该范式会
诱发被试对先前知识的识别反应(Ben-Shakhar & 
Elaad, 2003), 因此在该范式下的欺骗行为所诱发
的大脑激活模式其实是由欺骗和识别两个混淆成

分共同导致的, 而并非单纯的欺骗过程所致(Christ, 
van Essen, Watson, Brubaker, & McDermott, 2009)。
针对这一问题, 出现了一系列后续研究以分离GKT
范式所诱发的欺骗过程和识别过程的神经机制。

其中, 一部分研究关注 GKT范式所诱发的欺骗过
程, 这些研究对 Langleben等人(2002)所使用的实
验范式进行改良, 比如在实验前发给被试两张扑
克牌, 而在测谎阶段让其对一张扑克牌进行欺骗
反应而对另一张扑克牌进行诚实反应, 通过这种
方法排除识别过程对结果的影响, 以揭示单纯的
欺骗过程的神经机制 (Davatzikos et al., 2005; 
Langleben et al., 2005; Luan Phan et al., 2005); 另
一部分研究关注 GKT范式所诱发的识别过程, 这
些研究采用不需要被试进行欺骗反应的 GKT 范
式, 结果发现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仍然导致不同
的大脑激活模式, 这一激活模式反映两类刺激在
记 忆 编 码 深 度 上 的 差 异 (Gamer, Klimecki, 
Bauermann, Stoeter, & Vossel, 2012), 或反映刺激
对个体的主观重要性 (显著性 ) (Furedy, 1986; 
Gamer et al., 2012)。此外, 这类研究还发现右腹外
侧前额叶(lateral 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
参与对识别反应的抑制控制过程, 以该区域的激
活信号为线索, 得到了较高的测谎准确率(Nose et 
al., 2009)。第二, 使用 GKT范式, 以欺骗反应和
诚实反应之间存在差异的大脑激活模式为指标 , 
对欺骗行为进行个体诊断和个案研究(Hakun et 

al., 2009; Langleben et al., 2005)。第三, 结合反应
时、多导仪和 fMRI信号, 从多个渠道考察欺骗机
制, 并探索几种信号各自反映的心理机制及其它
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Gamer, Bauermann, 
Stoeter, & Vossel, 2007; Gamer et al., 2012)。此外, 
Ganis 等人(2011)在以往的 ERP 研究(Rosenfeld, 
Soskins, Bosh, & Ryan, 2004)的基础上, 考察反策
略的效应, 发现反策略大大降低了 fMRI 信号的
测谎检出率, 从而指出了这一测谎方法可能存在
的弊端。 
2.2.2  CQT 范式 

CQT (Comparsion Question Test 或 Control 
Question Test)也是传统测谎技术的一种标准范
式。在 CQT 范式中, 刺激以问题的形式出现, 要
求被试对每个问题进行“是”或“否”的回答。这些
问题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相关问题, 这类问题与
要考察的事实有关, 用以诱发有罪被试的欺骗反
应(如, “你是否杀死了你的妻子？”); 第二, 比较
问题(控制问题), 无论对有罪还是无罪被试 , 这
类问题都可能诱发较强的心理反应(如, “你曾经
偷过东西吗？”); 第三, 无关问题, 相当于中性问
题, 这类问题诱发的反应将作为基线(如, “你现在
坐在椅子上吗？”)。通常, 研究者用相关问题和控
制问题所诱发的反应差异作为指标检测欺骗。也

就是说, 被试对相关问题的反应如果持续强于控
制问题 , 则表明他 /她可能在撒谎(Wolpe, Foster, 
& Langleben, 2005)。 

一些研究团队倾向于使用 CQT 范式。Kozel, 
Revell 等(2004)让被试从 10 个物体中寻找事先藏
有现金的两个物体, 而在随后的测谎过程中要求
被试对这两个藏有现金的物体分别进行诚实反应

(承认藏有现金)和欺骗反应(否认藏有现金), 结果
发现欺骗反应激活了眶额皮层和扣带前回, 并且
这两个脑区的激活强度和被试的皮肤电反应强度

相关。随后, 该团队使用类似范式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 这些研究重复了 Kozel, Revell 等(2004)的
结果, 但发现被试间的大脑激活模式存在很大的
个体差异(Kozel, Padgett, et al., 2004), 还有研究
以欺骗的大脑激活模式为指标, 对欺骗行为进行
了个体诊断(Kozel et al., 2005; Kozel, Laken, et al., 
2009), 并进一步验证了该方法对有罪和无辜被试
的鉴别力度(Kozel, Johnson, et al., 2009)。除了
Kozel 团队之外, Mohamed 等人(2006)在一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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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枪击情境后也使用 CQT 范式进行了测谎研究, 
他们以多导仪记录的生理指标对“有罪”和“无辜”
被试进行区分, 同时记录欺骗反应所导致的大脑
激活模式。这些研究一致的观察到欺骗反应较之

诚实反应导致了前额叶或扣带皮层区域的更大激

活, 使用大脑执行系统的激活信号对欺骗行为进
行个体诊断时, 可获得大概 90%的敏感度, 但特
异度却低至 33% (Kozel, Johnson, et al., 2009)。 

作为两种迫选范式, GKT和 CQT都具有简化
分析过程的优点, 因此目前在个体水平上检测欺
骗的 fMRI 研究大多使用这两种范式。但其实两
种范式基于完全不同的原理：CQT范式诱发的是
欺骗行为, 它通过测量与欺骗过程相关的神经信
号, 直接检测欺骗行为。而 GKT主要诱发的是对
先前知识的识别过程, 同时被试需要对探测刺激
进行欺骗反应, 由此检测到的神经信号可能来自
两个心理成分, 即对先前知识的识别过程和否认
该识别过程的欺骗过程。那么, 在实验室研究和
实际应用中, 哪一种范式更具优势？这一问题一
直存在激烈的争议。在方法学上, GKT 范式诱发
大脑激活信号的效应较之 CQT 范式更为明显
(Wolpe et al., 2005); 在测谎原理上, GKT范式主
要检测刺激对被试的主观意义性, 而非检测欺骗, 
相比而言, CQT 更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测谎”
范式。在实际应用的可行性上, 两种范式在材料
搜集上都存在困难。CQT范式难以设置标准化的
控制问题, 而 GKT范式必须获得一些与案件有关
的、并且只有执法者和罪犯知道的信息(犯罪知识), 
这一要求在现实的断案过程中其实很难满足, 因
而使得 GKT范式的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3  已有研究的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 目前的欺骗和测谎的 fMRI 研究
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实验范式, 得出的结果也不尽
相同。基于这些繁杂的研究结果, 以下对两部分
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进行简要的概括。 
3.1  欺骗的神经机制 

目前研究在不同的实验范式下诱发欺骗行为

并考察其神经机制, 由此获得了纷繁复杂的结果, 
其中, 最具一致性的结果发现：在行为水平上, 欺
骗反应较之诚实反应表现出反应时的增长; 在神
经水平上, 欺骗反应较之诚实反应导致了大脑的
执行控制系统, 主要包括前额叶-顶叶和扣带前回

等区域的更大激活, 反之, 诚实反应较之欺骗反
应没有导致任何脑区的更大激活 (Spence et al., 
2004)。这些结果说明诚实反应在人类的认知和交
流过程中 , 可能属于一种“基线式”的反应方式 , 
而欺骗反应类似于某种执行任务, 它需要更高级
的神经中枢的参与, 并且会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 
(Abe, 2009, 2011; Christ et al., 2009; Gombos, 2006; 
Hughes et al., 2005; Langleben, 2008; Spence, 2004, 
2008; Spence et al., 2004)。 

然而, 除了执行控制功能之外, 人际交互情
境下的欺骗行为还可能包含更多的社会认知过

程。一方面, 针对这类更具生态学效度的欺骗行
为, Sip 等人(2008)对其的认知和神经机制进行了
理论建构。他们认为人际交互情境下的欺骗主要

涉及决策、心理理论和反应抑制这三大心理过程, 
因而这些心理过程所涉及的脑区也将参与到欺骗

过程中。具体而言, 欺骗的决策阶段需要风险评
估和奖赏预期等心理过程的支持, 这些心理过程
将涉及内侧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眶额皮层以

及纹状体等脑区的参与; 欺骗需要不断追踪受骗
者的当前信念和心理状态, 并需要执行反复的印
象管理过程, 这些过程都需要心理理论功能的支
持, 而心理理论过程将涉及腹内侧和背内侧前额
皮层、扣带前回的后部区域、以及颞上回和颞顶

联合区等脑区的参与; 欺骗需要抑制真实的反应
倾向, 以给欺骗反应提供便利, 这需要反应抑制
功能的支持, 而反应抑制过程将涉及背外侧前额
皮层和扣带前回后部区域等广泛的执行控制系统

的参与。以上三大心理过程所涉及的所有脑区构

成欺骗行为的神经基础。另一方面, 针对人际交
互情景下的欺骗行为的实证研究获得了一些零散

的、但是非常有趣的发现, 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
上为 Sip 等(2008)对欺骗机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
实验证据。例如, Sip 等(2012)发现欺骗决策阶段
的奖赏预期和风险厌恶过程涉及到尾状核和额下

回的参与, 而膝下扣带前回(subgenual ACC)区域
可 能 涉 及 欺 骗 决 策 中 的 道 德 判 断 过 程 。

Baumgartner 等(2009)揭示了欺骗所涉及的情感成
分的神经机制, 包括在欺骗的决策阶段中 ACC和
双侧脑岛所涉及的决策冲突和愧疚体验过程, 欺
骗的执行阶段中杏仁核所承担的对欺骗行为的愧

疚厌恶、对欺骗被发现的恐惧情绪体验, 以及纹
状体所涉及的动机驱动过程, 该动机由欺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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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来的利益导致, 通过奖赏预期过程诱发。而
Bhatt 等(2010)揭示了欺骗者在执行复杂的印象管
理过程时所需要的心理理论过程, 该过程尤其涉
及到颞顶联合区的参与。可见, 欺骗所涉及的认
知和神经机制是复杂多样的, 而不同类型的欺骗
行为可能对这些认知和神经机制有不同程度的涉

及。对于人际交互情境下的复杂欺骗行为, 目前
还远远未能完善对其神经机制的理论建构。 
3.2  fMRI 测谎的目前成绩 

如上所述, 虽然欺骗涉及到复杂多样的认知
和神经机制, 但是目前 fMRI 的测谎研究大多利
用执行控制相关脑区的激活为指标, 在个体水平
上对欺骗行为进行反推, 使用这一方法进行测谎
可达到接近 90%的准确率 (Kozel et al., 2005; 
Kozel, Laken, et al., 2009),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这
一方法对有罪者和无辜者的区分能力不容乐观 , 
容易造成阳性错误(Kozel, Johnson, et al., 2009)。
此外, 少数研究关注欺骗中的记忆效应(Gamer et 
al., 2012; Nose et al., 2009), 这些研究基于个体对
隐藏信息的记忆效应的神经信号间接推测欺骗行

为, 获得了接近 80%的准确率(Nose et al., 2009)。 

4  已有研究的问题与未来研究思路 

4.1  目前研究的问题 
尽管使用 fMRI 技术的欺骗和测谎研究取得

了丰硕成果, 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并
面临着困境和挑战。许多研究者已对该领域目前

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按照本文的整体逻辑, 
我们将这些观点按照欺骗的机制探讨和测谎应用

两个方面进行简要概括。在欺骗的机制探讨方面, 
包括实验情景的非真实性(Bles & Haynes, 2008; 
Sip et al., 2008; Spence et al., 2004), 欺骗种类的
复杂性 (Bles & Haynes, 2008; Sip et al., 2008; 
Spence, 2008; Spence et al., 2004), 个体差异对欺
骗的认知和神经过程的影响等问题 (Bles & 
Haynes, 2008; Sip et al., 2008; Spence et al., 2004); 
在测谎技术方面, 包括从大脑激活模式反推欺骗
行为的逻辑问题(Bles & Haynes, 2008; Langleben, 
2008; Sip et al., 2008), 组分析结果用于个体诊断
的方法学问题 (Abe, 2011; Bles & Haynes, 2008; 
Spence et al., 2004; Spence & Kaylor-Hughes, 2008; 
Wolpe et al., 2005), 实验室测谎技术到司法应用
的推广问题 (Abe, 2011; Bles & Haynes, 2008; 

Langleben, 2008; Sip et al., 2008; Spence et al., 
2004; Spence & Kaylor-Hughes, 2008; Wolpe et al., 
2005), 以及测谎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道德和伦理
问题等等(Bles & Haynes, 2008; Langleben, 2008; 
Spence et al., 2004; Spence & Kaylor-Hughes, 2008; 
Wolpe et al., 2005)。这些观点在不同研究者的文
章中、被不同程度的重复提及过, 属于目前该领
域的公认观点, 本文不再赘述。以下, 我们针对机
制探讨所忽视的几点具体问题和测谎研究所面临

的困境, 提出未来的研究思路。 
4.1.1  欺骗机制研究较为忽视的几点问题 

(1)欺骗中的人格特质问题 
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欺骗行为中的

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Fullam 等(2009)发现欺骗
所涉及的大脑激活模式与个体在精神病态特质量

表 PPI上的得分相关。M. A. Bhatt等(2010)揭示了
欺骗策略上的个体差异, 发现不同的欺骗策略导
致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Greene 等(2009)发现, 
倾向于选择欺骗行为的个体与倾向于选择诚实行

为的个体在行为的决策和执行阶段中都表现出不

同的大脑激活模式, 暗示个体在欺骗特质上的差
异可能存在其神经基础。但是, 这些研究都只关
注了欺骗执行过程中的个体差异, 这是个体在欺
骗行为上的状态性差异, 而非具有稳定倾向性的
特质性差异。至今罕有研究考察欺骗特质的神经

基础。Abe (2011)的综述中提到, 最近研究发现纹
状体 D2 受体的易得性与个体在欺骗相关的人格
特质上的得分呈负相关, 这可能揭示了欺骗/忠诚
这一人格特质的神经基础(Cervenka, Gustavsson, 
Halldin, & Farde, 2010; Egerton et al., 2010; Huang 
et al., 2006; Reeves et al., 2007)。但是, 这些研究
使用的欺骗特质问卷其实是测量社会赞许性的问

卷, 这与个体在认知任务中表现出来的欺骗行为
大不相同(Abe, 2011), 可以想见, 由此获得的结
果将很难预测个体在现实情境下的自发欺骗行

为。那么, 是否存在标志欺骗特质的神经信号？
这些信号能否预测个体在诱惑情景下的自发欺骗

行为？目前, 还没有研究能回答这些问题。 
(2)欺骗中的记忆痕迹问题 
以往研究探讨了隐藏信息在大脑中的记忆效

应。这类研究大多使用不需要被试进行欺骗反应

的 GKT范式, 以考察大脑是否会对隐藏信息产生
独特的激活模式(Gamer et al., 2012; Nos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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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结果发现, 即使当被试不需要对隐藏信息
进行欺骗反应时, 这些隐藏信息仍然会自动诱发
广泛大脑皮层的更大激活, 包括顶下小叶、腹外
侧前额叶皮层、乃至运动辅助区的更大激活, 研
究者认为这些脑区参与记忆相关的过程, 可能反
映个体对刺激的编码深度(Gamer et al., 2012)。然
而, 这些区域其实在其他很多认知过程中都有涉
及, 比如顶下小叶实际上与刺激的频率或主观重
要性更为相关(Downar, Crawley, Mikulis, & Davis, 
2000, 2001), 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更多时候被认
为参与反应抑制和控制过程 (Blasi et al., 2006; 
Dove, Manly, Epstein, & Owen, 2008; Lie, Specht, 
Marshall, & Fink, 2006; Ridderinkhof, van den 
Wildenberg, Segalowitz, & Carter, 2004)。可见, 这
些脑区可能并非直接反映个体对刺激的记忆效应, 
而是反映刺激对个体的主观重要性, 以及个体在
面临这些重要信息时的抑制控制过程(Nose et al., 
2009)。但是, 以往研究将所有这些区域的激活笼
统的归结为记忆效应, 而所谓的记忆效应是一个
非常模糊的概念。因此, 至今还没有研究直接揭
示欺骗过程中标记记忆痕迹的神经线索, 也没有
研究直接利用这一线索对真相进行反推。 

(3)人际交互情景对欺骗执行阶段的影响问题 
如上所述, 目前对欺骗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欺

骗的执行阶段, 而关于欺骗执行阶段的神经机制
的结论还主要停留在对大脑执行控制系统的关注, 
对于欺骗所涉及的其他诸如风险评估、心理理论

和情绪调节等过程的有关发现还相当匮乏。导致

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实验室所诱

发的欺骗缺少足够的人际交互的社会情景, 另一
方面是因为大多数研究忽视了欺骗的后果在现实

欺骗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欺骗后果往往
是欺骗所处的社会情景中的必要要素。 

“在欺骗不需要面临后果的情境下 , 根本无
法获得有关欺骗行为的真实表征 (Sip et al., 
2008)。”可见, 是否需要面临后果将直接影响欺骗
行为的本质属性, 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欺骗的
结果加工阶段对执行阶段的影响作用。揭示这一

影响过程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更

为真实的欺骗行为。 
(4)欺骗中的结果加工问题 
欺骗是一种目标定向行为, 欺骗结果在欺骗

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既是诱发欺骗行

为的动力也为修正欺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反馈信

息, 欺骗结果的加工过程本身属于欺骗过程的一
部分, 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揭示欺骗结果加工过程
的认知和神经机制。Fang, Liu和 Shen (2003)以及
孙世月和罗跃嘉(2008)使用 ERP 技术在有反馈的
范式下考察欺骗行为, 得出了非常有趣的实验结
果, 但他们没有考察结果加工阶段的大脑反应。
崔茜和张庆林(2013)同样使用 ERP 技术, 虽然考
察了欺骗的结果加工过程, 但并没有探讨欺骗行
为对结果加工过程带来的效应, 也不能回答结果
加工阶段的大脑激活信号可否用于测谎这一问题, 
并且这些研究都受到 ERP的低空间分辨率特点的
限制 , 因此对该阶段的神经基础的揭示非常有
限。对欺骗行为后所伴随结果的加工机制是否异

于对诚实行为后所伴随结果的加工机制？两者在

认知和神经机制上有何差别？目前还没有研究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4.1.2  fMRI 测谎研究面临的困境 

目前 fMRI 的测谎研究主要基于执行控制过
程以及记忆效应相关的 fMRI 信号推测欺骗过程, 
虽然一些研究报道使用此方法检测欺骗行为可以

获得接近 90%的正确率(Davatzikos et al., 2005; 
Kozel et al., 2005; Kozel, Laken, et al., 2009; 
Langleben et al., 2005; Nose et al., 2009), 但也有
研究报道该方法可能造成很高的阳性错误率

(Kozel, Johnson, et al., 2009)。因此 , 对现有的
fMRI 测谎技术在司法中的应用前景很多研究者
仍然持悲观态度。研究者们总结了造成该困境的

原因, 主要的观点认为这一困境是由于欺骗的复
杂多变性导致的。首先, 欺骗本身包含复杂多样
的认知过程, 如风险评估、奖赏预期、心理理论、
反应抑制和认知控制以及情绪调节等等, 并且这
些认知过程本身已经具备相当的复杂性, 它们中
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形成心理学领域的一大研究课

题, 加之欺骗还具有多种类型, 不同欺骗行为可
能涉及完全不同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由此可见 , 
执行控制过程远远不足以刻画真实的欺骗行为 , 
也很难寻找到某一简单的神经指标来对欺骗行为

进行全面的刻画 (Bles & Haynes, 2008; Sip et al., 
2008)。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Sip等(2008)提出绕过
寻找欺骗的神经指标这一难题, 而转入对其他更
为具体的、可能与欺骗过程相关的认知过程入手

的观点(Sip et al., 2008)。这正好与上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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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不谋而合, 如果能够解决以上提出的
四点问题, 也许能够找到更为有效的测谎指标。
基于以上四点问题, 以下提出未来的研究思路。 
4.2  未来研究思路 
4.2.1  欺骗特质的神经基础及应用 

如果可以找到标记个体欺骗特质的神经信号, 
基于这一信号便可能预测个体的欺骗行为。对该

课题的探索可以启发未来研究发明“忠诚度”的
测量工具 ,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欺骗行为造成的
伤害。 

揭示个体特质的神经编码是目前神经科学研

究的热点和难点(Adelstein et al., 2011; Canli & 
Amin, 2002; de Young & Gray, 2009), 静息状态下
的功能连接方法(rest-state functional connecitivity, 
RSFC)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该方法可以
在不需要任何认知活动的情况下揭示个体的神经

网络的本质特征 , 并有大量研究发现个体的
RSFC 模式可以反映个体的人格以及多种行为倾
向性特征(Adelstein et al., 2011; Cox et al., 2010), 
包括社会技能(Di Martino et al., 2009), 风险寻求
(Cox et al., 2010), 工作记忆(Hampson, Driesen, 
Skudlarski, Gore, & Constable, 2006), 情景记忆
(Ystad, Eichele, Lundervold, & Lundervold, 2010), 
攻 击 性 (Hoptman et al., 2010) 和 认 知 效 能
(Andrews-Hanna et al., 2007)等。RSFC方法可有效
地揭示大脑和行为之间的稳定关系 (Allemand, 
Zimprich, & Hendriks, 2008; John, Naumann, & 
Soto, 2008; Shehzad et al., 2009; van Dijk et al., 
2010; Zuo et al., 2010), 探索欺骗特质的神经基
础的未来研究可以利用 RSFC 方法的这一优势 , 
并可尝试使用 RSFC 指标对个体的欺骗行为进
行预测。  
4.2.2  记忆痕迹的神经基础及应用 

经历过的事物都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 而欺
骗的目的正是有意向他人传递与自己所知的真相

不符的错误信念(Abe, 2011; Vrij, 2000)。欺骗掩盖
了事实真相, 而人们对欺骗的反感情绪以及对测
谎技术的热衷正是源自于对还原事实真相的迫切

希望。既然如此, 是否可以直接寻找大脑中储存
事实真相的神经指标？Bles和 Haynes (2008)同样
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认为从直接检测大脑的隐藏
信息入手, 可能取得更好的测谎效果。然而, 虽然
目前已有研究探讨了隐藏信息在大脑上的记忆效

应, 但还没有研究直接检测标志记忆痕迹的神经
信号。 

来自记忆领域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内侧颞叶

(MTL, medial temporal lobule)在记忆中的核心作
用 (Squire, Clark, & Bayley, 2004; Squire & 
Zola-Morgan, 1991)。在 Messinger, Squire, Zola和
Albright (2005)的研究中, 他们让猴子对配对刺激
进行学习, 再在测试阶段完成视觉匹配任务, 该
任务要求猴子从两个刺激中选出目标刺激的正确

配对刺激, 实验结果发现, 无论猴子是否做出正
确的行为选择, 其颞下回(inferior temporal, IT)区
域的神经元对正确的配对刺激(旧刺激)表现出更
强的电位反应, 说明其大脑的记忆系统能够独立
于行为反应、在客观上区分新旧刺激。随后 , 
Daselaar 等人(2006)在人类大脑上也找到了能够
标志刺激的客观新旧属性的MTL区域。他们发现, 
MTL的后部区域(pMTL, posterior MTL)能够客观
的区分词语的新、旧属性, 表现出对旧词有更大
的激活反应 , 哪怕被试在意识水平上并不能对
新、旧词语进行正确的分类。Kirwan, Shrager 和
Squire (2009)的研究在更严谨的实验设计和更详
尽的数据分析下进一步验证了 Daselaar 等人(2006)
的发现, 他们的实验结果证实MTL确实能够客观
标记个体对刺激的记忆痕迹。以上这些研究的发

现都支持目前有关MTL认知功能的模型, 该模型
认为：在呈现记忆线索时, MTL 会对大脑中的记
忆痕迹产生自动的激活反应 (Eichenbaum, 2004; 
Moscovitch, 1995; Squire, Stark, & Clark, 2004), 
因此表现出记忆痕迹效应。记忆研究领域的这些

发现为测谎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是否可以使用

pMTL 的激活信号直接检测个体对某些重要信息
的记忆痕迹, 从而直接推知真相？至今还未有研
究对这一想法进行考察。 
4.2.3  欺骗结果对执行阶段的影响作用 

欺骗执行阶段的神经信号已经获得了以往研

究的充分关注(Spence, 2008), 其中, 涉及执行控
制过程的大脑区域的激活信号是目前用于 fMRI
测谎技术的主要神经指标。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
使用不存在欺骗后果的欺骗范式, 而是否存在欺
骗后果将直接影响欺骗行为的本质属性。为了揭

示这一问题 , 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直接比较在
有、无欺骗后果情景下欺骗执行过程的大脑激活

模式 , 从而揭示欺骗后果对执行阶段的影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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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外, 还可以比较在有、无后果两种情景下
欺骗执行阶段所诱发信号的测谎效力, 以进一步
理解该信号用于测谎时的适用条件, 从而提高该
指标在应用中的有效性。 
4.2.4  欺骗结果加工的神经基础及应用 

中国俗语“做贼心虚”描述了人们在做坏事后
因为害怕别人知道所表现出的不安心理(夏征农, 
2009), 此时个体会对外界针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
异常的敏感性。欺骗作为一种不被社会认可的行

为, 执行欺骗行为后也应该导致这一心理。因此, 
加工欺骗行为所伴随的结果可能会诱发独特的大

脑激活模式。未来研究可以在现有的欺骗范式中

加入结果阶段, 使用 fMRI 技术系统考察大脑如
何加工欺骗行为后跟随的具有不同效价和不同意

义的结果, 从而详细揭示欺骗的结果加工过程的
认知和神经机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同样可揭示

结果加工阶段中与欺骗相关的神经信号, 以间接
推测欺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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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Mechanism of Decep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Lie Detection: 
Evidences from fMRI Studies 

CUI Qian; JIANG Jun; YANG Wenjing; ZHANG Qi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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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SWU),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t is a hot research spo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deception us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detectting lie based on its findings. Various experimental paradigms are 
adopted for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 of feigned memory impairment, intentional error, 
and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Furthermore, traditional GKT and CQT paradigms are used for detecting li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core roles of the prefrontal and parietal cortices implicating in 
cognitive control process in deception, however, lie detection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in these regions poses 
insufficient accuracy rates. Aside from highlighting executive control proces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other cognitive components of deception and seek new indications of lie detection from memory traces 
and deception outcome, and reveal the neural basis of deception trait. 
Key words: deception; lie detction; fMRI 

 
 


